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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减少贫困问题是一个国际学术热点。现有的 “基于人权的减贫方法”无论是
在法律本体论还是规范实效性上都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应当转变为 “免于贫困的权利
方法”。免于贫困的权利是人类享有维持体面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和文化产品，并通
过获得均等的减贫机会，参与、促进减贫并分享减贫成果之积极行为来实现的权利。该
权利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具备人权的逻辑要素，且不能被国际人权公约所列举的人权
形式所替代或覆盖，因而是一项独立的人权。应当在全球层面构建免于贫困权利的新型
义务谱系和法律实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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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际学术界 〔１〕和国际人权法律文件 〔２〕已经意识到贫困与人权之间的关联性，但不幸
的是，迄今为止，反贫困依然只是国际法律规范文本之外的道义与慈善行动，贫困危机无法摆
脱，在很多国家甚至愈演愈烈。〔３〕为此，本文通过全面审视学界关于贫困与人权关系的研究在
路径选择与理论模型上存在的偏误与疏漏，揭示免于贫困与人权之间的同一性，构建 “免于贫困
的权利”这一新概念并对这一权利形态的义务谱系与法律实施机理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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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立即减轻和最终消除贫穷仍然必须是国际社会的高度优先事项。”Ｃｆ．Ａ／ＣＯＮＦ．１５７／２３１２Ｊｕｌｙ　１９９３．
联合国在 《千年发展目标１：消除极端贫困饥饿》中指出：“自１９９０年以来，每日靠不到一美元过活的人数已从１３
亿人下降到１２亿人。但是，这一下降并不是到处一样的。在东亚，贫困率已快速降低，足以在２０１５年达到目标。

但撒南非洲却远远落后，一些国家的贫困率反而恶化。虽然贫困人口在南亚最多，但撒南非洲的贫困人口比例却最
高，人口中约有５１％每日靠不到一美元过活。”Ｃｆ．Ａ／５６／３２６．



一、国际贫困与人权关系研究的成就与局限

围绕贫困与人权的关系以及减少贫困的方法，国际社会观点纷呈，争议颇多，归纳起来主要
有六种主张：

１．“收入论”。这种观点基于一个直观的假设，即贫困的本质在于贫困者所占有财富的匮乏，
个人或家庭收入的不足导致基本人权无法得以充分实现，因此，“为了减少贫困，人们必须找到
使财富进入穷人口袋的方法。将收入分配给低收入者仍是核心问题。”〔４〕该观点在实践中主要用
于官方贫困线的设定，以美国为典型。〔５〕

２．“平等论”。由于受到物价水平、家庭规模、社会关系、居住环境和健康状况等变量的影
响，绝对贫困线的度量难以准确反映贫困者实际的生存状况。贫困问题并非根源于收入低下，而
在于财富在不同人口之间分配的不均等。“贫困预示着富裕社会里的不平等问题。以消除缺衣少
食为图景的古老术语掩盖了缩小贫富差距和减少不公平的新议程。”〔６〕

３．“能力论”。减少贫困的实质在于提升能力，而能力是指人们所从事的社会功能性活动的
可能的组合，即能够实现人们所愿意的生活方式的实质自由。所以应该透过赋予自由发展的能力
而实现减贫。因为，“（１）贫困可以用能力的被剥夺来合理地识别；这种方法关注于具有自身固
有的重要性的剥夺 （收入低下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２）除了收入低下以外，还有其他因素也
影响能力的被剥夺，从而影响到真实的贫困。”〔７〕

４．“需要论”。贫困意味着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减少贫困就是
提高 《世界人权宣言》第２５条中的 “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
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基本需要的方法通常整合了能力方法所考虑
的基本变量，但它增加了其他的变量，诸如获得基本社会服务，包括水、能源、教育、卫生、食
品、住房、基础设施等。”〔８〕

５．“赋权论”。即基于人权的减贫观。“基于人权的方法有四个显著特征：问责、参与、授权，以
及不受歧视和平等。既然减贫被当作一项社会经济权利，那么基于人权的方法主张：如果国家不履行
义务，穷人就可以问责于国家。”〔９〕基于人权的方法被联合国所确认：“广泛存在赤贫现象阻碍充分有
效地享受人权”，“克服赤贫是充分享有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必要手段”等等。〔１０〕

６．“责任论”。如果某个主体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其他主体的贫困，那么，前者就因侵
犯后者的人权而应当承担责任。因此，国家内部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要对导致贫困的国家制度
安排承担责任；富裕国家的政府和公民要对导致贫困的全球制度安排承担责任。因为 “我们中的
大多数不只是任由人们挨饿，更参加了使其挨饿的行为。”〔１１〕既然人们应当对造成贫困的行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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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承担责任，那么免于贫困本身就构成一种权利。“免于严重的贫困是最重要的人类利益之一。
我们是为了舒适的生活———确切地说是为了各个方面的舒适生活而需要获得安全的食物和饮水、
衣着、住房及基本医疗服务的血肉之躯。”〔１２〕既然赤贫是对人权的侵犯，那么，人类就享有 “免
于贫困的人权”（ａ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ｐｏｖｅｒｔｙ）。〔１３〕

这些观点作为西方国家讨论贫困与人权关系问题的最普遍理论形态，或明或暗地看到免于贫
困的某些人权属性，其可取之处不可否认。但其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免于贫
困与人权的内在一致性。只看到人权的某个要素，如收入的方法仅仅关注财产要素，平等的方法
只强调平等要素，能力论与需求论只是将能力的提高与需要的满足视为实现人权的手段而忽视了
贫困与人权的直接关联性。因为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等现代化活动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它们是
为人的发展和福利服务的，不能构成贫困研究的基石。此外，贫困与不平等是两个不同本质的问
题。〔１４〕虽然 “基本需要的方法”把贫困与 “适当生活水准权”相挂钩，但这种方法的缺陷也是
不言而喻的，因为关于何为基本需求，以及这些最低限额应有多高，人们永远都无法达成共识。〔１５〕

而从实质上进行深层次分析，它们只是古典的个人主义人权观在减贫行动中的改良形态，仍然难
以超越传统人权观的藩篱。它们回避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不去界定 “免于贫困”本身是不是
一项人权，而是依旧用传统人权如公民政治经济权利来描述贫困问题，难以将 “免于贫困的权
利”从人权系统中离析出来以寻求行之有效的法律机制，因而并未对彻底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贫困
问题提出根本性的设想，最终必然退回到了将减贫视为富人救济穷人、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进
行施舍的老路。
涛慕思·博格的 “责任论”较之于前述五种观点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论证了对贫困的制度性

责任，在政治哲学实践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研究旨趣在于以反贫困为例来验证全球正义理
论，远未形成为一个权利的理论体系，对免于贫困的权利的基本含义和本质特征是什么、其法哲
学基础和理论依据何在、实现这项权利需要的法治机制如何构建这些始源性议题的论证均付之阙
如。本文试图循着这些思路，对 “免于贫困的权利”进行概念证成与法律实践建构。

二、免于贫困的权利之法律价值证成

克服人权与贫困关系分析的理论局限，理性地构建免于贫困的权利这一概念，不仅必要而且
合理。一方面，该权利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具备了公认的人权要素；另一方面，该权利不同于
生命权、健康权、食物权、住房权、工作权等既有人权形式，且不能被这些既有的人权形式所替
代和覆盖，并为法社会学实践所验证。
要素对应论是判断一项权利是否属于人权的一种整合性方法。正如著名人权法学家温斯顿在

综合不同定义后所提出的：“机构Ａ拥有权利Ｒ来得到特别的福利Ｇ，只有且仅有拥有Ｒ的Ａ提
出正当要求的基础是社会有责任来保证 （和促进）Ａ享有福利Ｇ。”权利意味着 “利益、自由和
满足人们利益或锻炼人们自由或能力所需要的方式的能力或渠道。”〔１６〕可见，“权利包含内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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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工具性价值，利益、自由和要求他们内在价值的主张。由于它们的工具性价值，满足那些利
益、自由或力量的方式即是主张。”〔１７〕概括起来说，人权是主体自由平等地获取自己的正当利益
的资格，任何人权至少必然包含着自由、利益、平等、资格、正当这五大要素。否则，就难以成
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权。
免于贫困的权利符合人权的基本构成要素：

１．自由。在法哲学中，自由是权利的应有之义，意指主体意志不受干预或胁迫的能动性，自
由与人的能力的实现和发挥是内在契合的。而贫困不仅是一种资源匮乏的状态，更是对参与社会活
动自由的限制或剥夺。正如伯林所言，“如果一个人太穷，而不能利用他的法律权利，那么这些权
利赋予他的自由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１８〕因此，通过减贫实现人的内在素质的外在化并扩展人的
潜能，才能增进自由的价值。免于贫困的权利既赋予主体免于侵害的消极自由，又赋予主体主动参
与、促进社会发展进程并分享其成果的积极自由，还使主体通过减贫措施来扩展其他的实质自由。

２．平等。贫困所导致的不只是个体间的不平等，更是人的集合体在全球意义上的不平等，
且其结果是累进性而非简单叠加性的。无论是国际关系旧秩序还是非洲、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改
革，最终均是以减损平等为代价而换取所谓自由的。其结果是在为全球经济总体增长注入活力的
同时，造成了全球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不平等和更大规模的贫困，生活在底层的人口正在遭受贫困
带来的各种伤害。免于贫困的权利就是针对这种持续性的实质不平等而主张的人权，旨在以机会
平等为起点、以规则公平为中介，实现贫富之间的均衡发展。

３．利益。利益和权利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免于贫困的权利直接指向贫困者的利益，以经
济利益为依托，全面涵摄生命、健康、政治、社会、文化等所有利益。此外，免于贫困的权利在
国际层面上也间接地促进了富裕国家的利益。这项权利在贫困国家的实现将提升穷人生活水平和
消费能力，从而为富裕国家培育更大的消费市场和人力资本市场。贫困的副作用不仅在于对贫困
者经济利益的损害，还会因为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环境的非友好型利用而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
的全面恶化。反言之，免于贫困所带来的不仅是贫困者的个人利益，还波及社会整体利益。不仅
是经济利益，还包括社会、政治、精神以及自然利益，其利益的维度远远大于其他权利形式，〔１９〕

具有明显的区域聚集性、阶层附着性。

４．资格。资格意味着能力或权能。贫困不只是指生存上的困境、收入低下，从最根本的意
义上讲，更是指自我发展的能力缺乏和主体性的缺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贫困理解为多维度
的人类能力缺失：“经济能力” （收入、生活状况、体面的工作）、 “人类能力” （健康、教育）、
“政治能力”（赋权、权利、话语权）、“社会文化能力”（地位、尊严）和 “保护能力”（不安全
感、风险、脆弱性）。〔２０〕而 “发展能力总是被认为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事项。在多数极贫国家，如
果没有足够的国家能力，即使持续增加资金注入，其发展的努力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２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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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２２．
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Ｌｉｂｅｒ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４４．
“首先，贫困产生的心理失衡，会使原本并不严重的社会问题放大，导致少数群众与社会的关系恶化，甚至造成社会
动荡。……其次，贫困引发的紧张心理，会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连锁反应。如果贫困人口不能获得公平的发展权
利和机会，就会使社会其他阶层陷入对贫困的恐慌，那么人们参与竞争的方式就会更加激烈，就会打破人们共同制
定的规则，导致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相处。这是当今经济活动中出现恶性竞争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贫困现象的
长期存在，还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开发，使人与自然的和谐遭到破坏。”参见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期评估政策报告》。

ＯＥＣ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ｐ．１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ｄａｔａｏｅｃｄ／４７／１４／２６７２７３５．ｐｄｆ．
ＯＥＣＤ，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Ｇｏｏ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６，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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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法律表达即是权能与资格，包括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两者。贫困不仅意味着在实质和规范上
主体没有权利能力———因为减贫只是一种恩赐而非权利义务上的安排，而且还表明行为能力无法
被激活和释放———即使是一个拥有健全身心的适格法律主体也无法凭借自身行为超越贫困陷阱。

可见，无论是经济贫困还是能力贫困抑或其他，它最终是对人的资格这一重要的权利要素的
剥夺。传统的减贫理论模型一直没有把免于贫困当作贫困者的资格来看待，其结果是 “极端贫困
的人口对统治他们的政客和官僚既无害处又无好处，统治者鲜有动机去关心他们的利益。”〔２２〕因
此，减贫只有以赋权为基础，构建基于发展资格共享和机会均等的减贫新思路，才有可能切实有
效地缓解全球贫困问题。

５．正当。人权是一种尊重人的价值尊严的正当性要求，体现了对正当利益的保护。人的尊
严构成国际社会的底线性道德共识，得到诸如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最重要的国际
法律文件的确认。对人的尊严与物质需要和分配正义之间关系的思考，能够深化对尊严的认识。

无可否认，一个被剥夺相应的生存方式或工作机会的赤贫者，正遭受着人格尊严和内在价值的侮
辱。〔２３〕免于贫困的权利通过激活贫困者的发展潜能、提升其发展能力，使每个人都可以有效参
与、促进并享受物质和文化的发展，来获得维系体面生活所需资料，实现全球分配正义，从而捍
卫人的尊严与正当利益。贫困正是以严重破坏全球分配正义为手段而对人的最起码的价值尊严的
否定，而要还原贫困者的人之本性，就必须对制约贫困的关系格局进行利益配置上的否定之否
定，认定反贫困的权利定向的合法性。可见，应然法与实定法对待贫困者权利的立场在正当性上
正在迈向原则重叠与精神同构境界，改变造成全球贫困的国际秩序，实现全人类共享体面生活的
免于贫困的权利由此而成为一种具有规范与德性之双重合法性的基本人权。

三、免于贫困的权利之法律规范求证

从法之规则要素上细究，尽管免于贫困的权利因子在现行规范文本中或多或少有所显现，但

它尚未上升成为一项独立的和真实的法定人权。人们总是如此地自信：既然贫困与食物、衣着、

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直接相关，而这些内容已被载入到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两公约等
国际人权法律文件之中，因此就没有必要在公民政治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外再去另起炉灶、重
复构建一个所谓免于贫困的权利了，似乎免于贫困的权利已经为这些权利所覆盖或包含。〔２４〕为
此，我们还必须将分析的视角转向法规范进行实证主义的研究，探明现有国际人权法律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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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３〕，Ｔｈｏｍａｓ　Ｐｏｇｇｅ文，第７１８页。

Ｓｅｅ　Ｏｓｃａｒ　Ｓｃｈａｃｈｔｅｒ，Ｈｕｍａｎ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ａｓ　ａ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７７（４）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８５１
（１９８３）．
在现有国际人权法律体系中，与贫困存在一定关联性的文本不少。如 《世界人权宣言》第２５条：“人人有权享受为
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

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规定了社会保障 （第９条）、相当的生活水准和免于饥饿 （第１１条）、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标准 （第１２
条）、接受教育 （第１３条）等具体权利。《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３条规定：“缔约各国应承担在所有领
域，特别是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领域，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保证妇女得到充分发展和进步，

其目的是为确保她们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行使和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儿童权利公约》也设定了缔约国在降
低婴幼儿死亡率、提供必要的医疗援助和保健、消除疾病和营养不良现象 （第２４条），特别是在营养、衣着和住房
方面提供物质援助和支助方案 （第２７条），实现全面的免费义务小学教育 （第２８条）等积极义务。同时还必须承认
免于贫困的权利与１９６６年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所列举的人权形式有着某些关联。这是因为人类生活本身具有多样性，

免于贫困的权利所体现的利益必然涵盖身体健康、经济宽裕、政治参与、文化交流、社会保障等具体内容，从而与
政治权利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可分割，相互依存。



在减贫上的法律实效，并以此反观减贫的人权法逻辑地位与重构之价值。

目前，无论是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数，还是相对贫困者人口数，都是惊人的，并没有因为全球
经济的增长而逐步减少，相反却在不断增加。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在１９８７年，全球低于这一标
准的人口为１２亿，１９９３年升至１３亿。现在全世界贫困人口数量达到近１５亿。〔２５〕这绝非单个的
生命权、健康权、工作权、社会保障权、适足生活水准权等这些规定在现有人权公约中的以个人
为主体的人权形式所能够比拟与取代。也许有人会反问：尽管世界上总的贫困人口数量并没有因
为国际人权公约的通过而减少，但这也不能怪罪于人权公约没有将免于贫困的权利直接当做一项
人权加以规定，而是这些国家没有加入人权公约所致。其实这一理由并不成立。如果我们进行法
社会学的分析，便可以发现，不少人权公约缔约国在加入前后的贫困率其实变化不大甚至有增无
减，加入之后反而更为贫困。以国际贫困线每人每日消费支出不足１美元为标准，对缔约前后有
关国家贫困人口比例变化进行统计，这一规律便清晰可见：

肯尼亚于１９７２年加入国际人权两公约，在此前后贫困率的变化情况为４０％ （１９６９）、４０％
（１９７４）、４８％ （１９８１）、５２％ （１９９７）、５６％ （２０００）。〔２６〕利比里亚于１９６７年签署国际人权两公
约，其贫困人口到了几十年后竟然愈益增多，从１９９７年的５５．１％涨到２００１年的７６．２％。〔２７〕布
基纳法索于１９９９年加入国际人权两公约，其贫困率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分别为４４．５％、

４５．３％、４６．４％。〔２８〕津巴布韦于１９９１年加入国际人权两公约时的贫困率为２６％，但到了１９９６年
竟增加到３５％。〔２９〕赞比亚于１９８４年加入国际人权两公约，其贫困率到了１９９１年居高不下，为

７０％，到１９９６年涨至８０％。〔３０〕尼日利亚于１９９３年加入国际人权两公约，其贫困率的演变情况
为２７％ （１９８０）、４６％ （１９８５）、４２％ （１９９２）、６７％ （１９９６）。〔３１〕印度于１９７９年加入国际人权两
公约，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贫困人口为３．０７亿，贫困率为３８．９％，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贫困人口为３．２０亿，

贫困率为３６％。虽比率略有降低，但贫困人口总数却增加了１３００万。〔３２〕莱索托于１９９２年加入
国际人权两公约，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贫困线 （ＰＬ）以下人口比例为５８．８％，极其贫困人口 （１／２ＰＬ）

比例为３４．７％；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贫困线 （ＰＬ）以下人口比例为５８．３％，极其贫困人口 （１／２ＰＬ）

比例为３８．６％。〔３３〕南非于１９９４年签署国际人权两公约，每天生活费不足１美元的贫困率从

１９９５年的７．１％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０．７％，每天生活费不足２美元的贫困率则从１９９５年的２３．８％
涨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４．１％。〔３４〕埃塞俄比亚于１９９３年加入国际人权两公约，每天生活费不足１美元
的贫困率从１９９５年的３１．３％涨至１９９７年的３５％，每天生活费不足２美元的贫困率则从１９９５年
的７６．４％涨至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度的８０．７％。〔３５〕科特迪瓦于１９９２年加入国际人权两公约，每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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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费不足１美元的贫困人口比率从１９９５年的１２．３％增加到１９９８年的１５．５％，每天生活费不足２
美元的贫困人口比率则从１９９５年的４９．２％增加到１９９８年的５０．４％。〔３６〕泰国分别于１９９９年和

１９９６年加入国际人权两公约，每天生活费不足１美元的贫困率演变情况为＜２％ （１９９８）、＜２％
（２０００）；每天生活费不足２美元的贫困率演变情况为２８．２％ （１９９８）、３２．５％ （２０００）。〔３７〕

或许，有些国家在加入公约后贫困恶化的局面得到了某些程度的遏制，但以上铁的事实表
明，是否加入现有国际人权两公约，与贫困的减少并无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相反至少在上述国家
呈现出极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可见，人权两公约并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反贫困上失灵了。相
反，在一些没有或刚刚加入、其影响力尚未发挥的国家，反贫困的情况也可能得到重大改善。例
如，中国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７日批准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而在此前贫困率的演变情
况为１４．７４％ （１９９５）、９．７９％ （１９９６）、８．３０％ （１９９７）、８．１０％ （１９９８）、７．６３％ （１９９９）、

８．４９％ （２０００）、７．９７％ （２００１），〔３８〕呈现出相当明显的递减趋势。由此可知，是否加入人权两
公约并不是减贫的充分必要条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文本形式上分析可知，公约列举
的经济社会权利以及对此具有保障作用的政治决策与参与权利，没有哪一条直接将反贫困确定为
是一项人权，反贫困被虚置。
追根溯源，其深层原因在于，公约在人权法本体论上的定位与反贫困之间的不兼容。如果说

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以自由为重心，那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则以平等为本位。但其共同点依
然是传统的个人主义或社团主义人权观。而从古代神本位、近代物本位到现代的社会本位，虽然
反映了法律进化的艰辛历程，但理想的法治社会还必须从社会本位转变到以人为本的法理念上
来，尊重一切人而非部分人的价值尊严，捍卫全球正义而非国家界域内部的所谓制度正义。世界
史表明，贫困在本质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累积的制度性不义的结果。要矫正这种非正义，必
须超越自由和平等而奉行博爱与全球连带的价值观来求解反贫困之道。因为贫困的全球关联性告
诉我们，反贫困不可能基于个人自由或内部平等而实现，因而不能成为第一代或第二代人权，而
只能将其作为一种人类共享的新一代普世权利。
概括起来，免于贫困权利的内在根据在于：第一，场域的全球性。免于贫困的权利体现了全

人类的共同利益而非仅仅存在于一国或一区域内部，即使是一国或一区域内部的贫困，也与全球
的不公直接相关。第二，利益的融贯性。免于贫困的权利不仅是单纯的经济社会利益诉求，还是
对文化、政治专制与殖民的否定，更是对导致这类利益受损的制度根基加以扶正与矫治的需要。
第三，功能的母体性。免于贫困的权利旨在满足每个人维持体面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和文化资
料，既能够派生出工作权、教育权等一系列子权利，又具有求证现行国家制度和国际秩序正当性
的价值，是一个上位的基础性人权。第四，实现的比较性。免于贫困的权利具有强烈的对比性，
其实现的状况需要通过人际、区际和国际三个层面的比对与分析才能作出判断。因此，免于贫困
的权利是一项相对独立的不可为其他人权形式所取代或覆盖的基本人权。

四、免于贫困的权利的基本含义及本质特征

界定自足清晰的 “免于贫困的权利”概念，是这项权利在人权法体系中获得特定地位的标
志，也是开展相关学术对话的基础。要想构建 “免于贫困的权利”范畴，必须首先厘清 “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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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于”和 “权利”三个术语的基本含义。
从国际组织通常使用的概念来看，贫困的含义是不确定和变化的。世界银行在 《１９９０年世

界发展报告》中为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３９〕而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世界
发展报告》中修改为，贫困不只是收入或人力发展不足，还包括人的脆弱性，以及话语缺失、权力
缺陷及社会排斥。〔４０〕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人类发展报告》所采用的人类贫困指数
（Ｈｕｍａ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ｄｅ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ＨＰＩ－１），贫困意味着健康长寿 （低龄死亡）、知
识 （阅读交流困难）及体面生活 （无法持续获得饮水和儿童相对年龄体重不足）的被剥夺。〔４１〕

有学者归纳：贫困的所有界定方式无非是下述三者之一，即 （１）人们所拥有的不能达到一
个客观而绝对的最低限度；（２）人们所拥有的少于社会中的其他人；（３）人们不足过活的感受。〔４２〕

换句话说，贫困可以从绝对的角度、相对的角度和主观感受的角度加以识别。无论从哪个视角来
看，贫困肯定意味着缺乏和不足。从人的基本属性上看，人是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
体，其需要是综合的、多元的。因此，从抽象的意义上可以这样定义贫困，即贫困是人类维持体
面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和文化资料的匮乏与不足。首先，贫困的根源不在于全球资源或财富总
量的短缺，而在于制度或社会结构上的缺陷，因此贫困意味着被剥夺的状况；其次，贫困的内容
涵盖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领域，既是对食物、饮水、衣着、住房以及医疗卫生等维系人类生存
物质资料的剥夺，又包括对知识、文化、教育以及社会政治参与等保障人类发展之公共资料与手
段的剥夺；最后，贫困的表现形式是难以维持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传统法哲学理论将自由区分为 “免于……的自由”（ｂｅ　ｆｒｅｅ　ｆｒｏｍ）和 “从事……的自由”（ｂｅ

ｆｒｅｅ　ｔｏ　ｄｏ）。前者是消极自由，指不受他人的干预和限制；后者是积极自由，指自己依赖自己，
自己决定自己。免于一词更多地用于对抗与防范国家或公共权力的情形，如罗斯福提出的免于恐
惧、免于匮乏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免于意味着国家或者其他公共权力不得通过具体行为或制度
设计来限制或侵害公民的权利。据此，有学者认为，富裕国家以三种方式侵害了全球贫困者的免
于贫困的自由，从而应当在消除全球贫困上承担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１）关联的社会制度。富
裕国家通过投资、借贷、贸易、贿赂、军事援助、文化输出等方式急剧地影响着贫穷国家，这种
被宰制的全球制度延续甚至恶化着全球贫困；（２）无补偿的资源消费。全球精英通过相互承认的
方式分割自然资源，既没有对贫困者进行补偿，又没有留下贫困者应有的份额；（３）暴力的侵害
历史。历史上的殖民主义、种族灭绝和奴隶制导致全球贫困。〔４３〕从这个意义上讲，免于贫困意
味着不受强权者互动性和制度性的侵害。
权利是 “主体”、“免于外界侵害”和 “积极行为”三个要素共生与互动的产物。其中，“国

家不再被视为是自由的敌人”，“国家逐渐被视为是自由的保护人，不仅因为国家能够制定法律来
创造防卫线，还因为国家能够消除那些妨碍我们去实现最大潜能的障碍。”〔４４〕因此，本文认为，
应当跳出旧有的消极或积极人权观的理论束缚，从 “三位一体”〔４５〕的权利视角来剖析免于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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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概念：

１．在主体上，免于贫困的权利具有双重性，包括个人和集体两个层次。任何一项人权，都
是人类社会每个成员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其主体最终归结为一个个现实的人。免于贫困的权利的
提出，就是要使每个活生生的人都能够避免、消除并摆脱维持其体面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和文
化资料被剥夺的状况。离开主体的个人层次，免于贫困的权利就丢失了利益的实际享有者，最终
丧失这项人权存在的价值。当孤立的个体连结而成为一个集合体时，该集合体便以其相对独立性
而成为免于贫困的权利的主体，对此，即使是目前学界提出的并不十分出色的反贫困战略，也承
认某些特殊的集合体可以被认定为贫困者或减贫措施的实施者。在 《人类发展报告》中，每个主
权国家和特定地区 （如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南部撒哈拉地区）均被作为相对独立的贫
困主体。不过，这种做法目前只是停留在地理学或人类学层面，没有上升到人文与法律的高度。
为此，有必要将这类集合体从单纯的贫困地域或种族、民族转变到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享有者和义
务承担者上来。

２．从障碍上看，如果囿于字面，免于贫困的权利可以解释为防止被侵害而陷入匮乏与被剥
夺境地的权利。免于被侵害意味着，该项权利的主体所拥有的权利客体，在质和量上均能得以维
系，不被任何其他主体克减或剥夺。该权利的障碍在法社会学意义上可分解为单体障碍与整体障
碍，前者是指个人、公司、国家或者组织单个地拒绝履行减贫义务或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后者则
是全球性、区域性或国内社会性地无视该权利或直接间接地实施侵权。在法规范意义上可归结为
具体行为与抽象行为障碍。前者是一种侵权行为举止，后者则是一种制度性障碍，如不平等的国
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设计者与维护者所实施的制度性侵权。消除上述障碍是实现免于贫困权利的最
根本任务。

３．从行为上看，免于贫困的权利的行使方式包括免遭外部侵犯的消极行为和主动实施反贫
困的积极行为两类。其中，前者是防范性的，后者更富有建设性，又可细化为参与行为、促进行
为和分享行为。该权利的实现最终必须通过赋予所有贫困者均等的减贫机会，确保其能够自由而
有效地参与减贫、促进减贫并公平地分享减贫成果。参与减贫意味着在行使该权利上的准入机会
的获取，是一种起始性的反歧视行为，还必须考察参与的广度、程度与有效性。于是，在参与之
外还需要通过 “促进”行为来保证深入持久地介入反贫困过程。促进发展、在发展中反贫困是保
障免于贫困权利的重大战略。再者，法律行为是行为举止与行为后果的统一体，按照全球正义的
要求，既然每个人都是减贫的参与者和促进者，那么，减贫的成果也应当为人类所共享。
综上所述，通过对贫困、免于和权利这三个术语的分析，本文将免于贫困的权利界定为人的

个体和人的集体享有免于制度性或非制度性贫困，并通过获得减贫机会，参与、促进减贫的积极
行为来获得维持体面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和文化资料以公平分享减贫成果的一项人权。在免于
贫困权利一词中，实际上隐含了三层含义：第一，排除权———主体可以要求外界尤其是政府不实
施导致或维持贫困的行为；第二，请求权———主体可以要求外界尤其是政府实施有助于摆脱自身
贫困的行为；第三，形成权———主体拥有采取直接行为以便脱贫致富的选择自由和资格。所以，
免于贫困的权利实质上是一种 “免于贫困并有权过体面生活的权利”。
免于贫困的权利是一项新型的权利，有别于立基于自由的公民政治权和立基于平等的经济社

会文化权，而是通过认识到人类的贫困之苦源于人类的行为与制度之恶、并在自由平等的前提下
以博爱的胸襟对待芸芸众生所形成的一种权利形式。它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连带权利———不仅
是公民社会之间的连带，更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连带；不仅是民族国家内部人民的连
带，更是全球公民的普世连带；不仅是主体行为之间的连带，更是世界制度秩序间的连带。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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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以该项权利没有被１９６６年的两个人权公约所认可就否认它的合法性。因为，这两个人
权公约的法哲学基础不过是自由与平等这两个人权传统理念而已，显然难以回应当代世界一体化
与社会连带性所欲求的全球正义与社会公平价值。

五、免于贫困权利的义务谱系

从实在法角度审视，无救济即无权利，而没有义务，权利的实现必然是纸上谈兵。法律救济
机制缺失是反贫困的主要制度性诱因。〔４６〕构建保障免于贫困权利之法律机制，首先要从义务的
角度进行学理与实践建构，走出纯粹道义的虚妄天地，设计一个全方位的理性义务体系。

１．本原性义务
此为原始义务或构建性义务，依赖作为社会存在依据的构成性价值理念与价值准则创设的义

务，是社会行为与制度规范的义务基础，旨在创构一类新的义务以便于将愿望与理想能够实在化
为行为模式。其存在方式是抽象的整体性的，要么表现为理想的精神形态———一切善的价值都可
作为这一义务的存在根据，而道德义务本身是没有也不能主张对价的；要么表现为整体的制度形
态———一切宏观意义的关系模式与组织规范一经接受这一意识形态的洗礼与过滤后便构成原始义
务的渊源，而最理想的道德诉求也许需要进行制度上的调和与妥协，从而可能但并不必然具有对
价性。在这一意义上分析，它具有本原性、根本性和基础性。无论怎样评价自然法学及其怀疑论
之间关于 “元伦理学”〔４７〕的争议，对贫困的道德义务及其制度化均构成了免于贫困权利的本原
性义务。
这一义务的客体具有整体性特征，是与全球贫困相关联的全局性制度与最上位关系模式，其

功能在于提升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水准与性状，即贫困者的制度构建与制度矫正的能力。尽管
免于贫困并不具备市场学意义上的价值因而在实在法律规范上的依据在目前尚不明朗或者至少不

充分，但是无论如何，人的理性不仅要求价值理念的优化，更呼唤建起实在的规范与制度屏障。
免于贫困是人存在的底线价值。一个正义的世界往往需要从最低限度与最大范围两个层面去界
定，这意味着哪怕是最少的资源也应当在全球这一最为广泛的维度上进行公平配置。为了改善全
球自然资源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状，需要超越个体或国家范围而奉行全球正义的理念，通过重
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来重新配置资源和财富，依据硬性的制度来强制有关国际组织、主权国家
以及次级结合体对穷人履行相应的义务。在制度的公平化过程中，应当赋予穷人和贫穷国家以充
分的话语权和参与权，提升制度纠错的能力。
在当前的制度框架下，联合国、经合组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

组织主导着全球政治经济，具有组织性的影响力，在全球减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应当指
出的是，穷人和贫穷国家在这些国际组织中无足轻重，长期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正如涛慕思·博
格所认识到的那样，“鉴于目前全球制度秩序与可预见和可避免的极贫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没

·３０２·

免于贫困的权利及其法律保障机制

〔４６〕

〔４７〕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将反贫困列为８项重要目标之首，在评估包括反贫困在内的各目标的法律性质时，“人们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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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补偿地）实施这种秩序意味着对人权持续地违反。”〔４８〕因此，在国际层面，需要实现从具体的
分散式义务向抽象的制度性义务的视角转换，对已有的全球治理模式以免于贫困的权利实现程度
为衡量标准，进行更为公正的重塑与改革，培育健康的全球公民社会，强化公平参与国际公共事
务，以此实现从形式平等向实质正义的转化。

２．工具性义务
此为由本原性义务派生而来的具有操作性的具体义务，依存于调整性规范。其客体具有个体

性、单一性，是与贫困相关联的关系模式与实践行为得以展开与运行的逻辑起点与评判标准。此
义务包括三种形式：
第一是善良义务。善良义务是指基于善良意志而实施慷慨、仁慈和博爱行为的义务。它们能

够最大化地提高社会道德生活质量，但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力。免于贫困权利的道德义务，
其主要理论基础是基于普遍人权的社会正义观。这种社会正义观认为：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个
人价值获得人类的普遍认同、并且无差别地为所有人普遍享有，尊重、保障基本人权是所有主权
国家的共识性义务。罗尔斯在 《万民法》中详细列出一张限制主权的人权清单：生存权，安全
权，特别是少数民族免于大规模屠杀的安全权，反对奴隶和折磨的权利，迁居的自由，婚姻自
由，拥有财产的权利和良心的自由。〔４９〕其实，这种所谓的全球正义虽有其合理的一面，却忽视
了法律义务及其履行行为的两面性，即消极性与积极性。全球正义不仅要求消极不侵犯人权———
即不能制造贫困———以及潜在的对消极不作为的矫正义务，更注重积极作为以履行对权利人的提
供与给予的义务。试图仅仅通过对贫困者所在国施压甚至制裁来敦促其实现免于贫困的权利，显
然是徒劳无益甚至会使贫困问题愈益严重。相反，只有代之以积极作为的方式，通过提供资金、
技术和教育援助才能有助于摆脱贫困。但是这种义务只不过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单边的基于人性
的义务，最具理想价值却缺失交换价值，难以进入规范视野。
第二是契约义务。契约义务是基于意思自治、由主权国家之间订立的双边或多边条约派生而

来的，因此这种义务不具有公法性质，也没有超越国家主权的边界。免于贫困的这种由当事双方
之自由意志派生出来的义务，实质上是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国际正义观之上的。这种国际正义观认
为：正义在国际上意味着互利互惠；主权国家应当尊重国际协定和国家的边界，不得随意干涉或
侵入他国。派生义务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协议得以设立和履行，并受到 “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的
制约。从实践角度看，派生义务主要集中于经济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项目，采
取属地化经营的方式，吸纳当地人员就业，开展面向穷人的人力资源投资，使得穷人在当地经济
发展中受益；同时，发达国家在此过程中分享投资收益，实现双方的互利。
第三是强制义务。与自治义务相对称，强制义务是一种 “他治”义务，这种义务的价值释放

需要通过全球性公共权力这一介质方能完成。公共权力对义务的作用方式已经超越了简单地凭借
强制力予以制约的传统模型，而进化到在这个基点上对享有自治意思的各方主体的关联方式、场
域与程度进行间接但又有效的平衡，通过强制干预促成协调、合作、利益补偿与重组。所以，这
一义务不仅是传统公法上的强制，还有赖于拓展出一种政策性平衡的调控原则，而且，从全球层
面上看，较之于公法和私法而生的义务，全球性的社会法调节方式以及立基于此的义务类型应当
置于首要地位。简言之，一个系统自足的关于免于贫困权利的义务谱系可归纳见下页表：
在这两类义务中，本原性义务最为理想，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公正、善良和正义孜孜不倦的追

求，闪耀着彰显人性尊严的璀璨光芒。但是，由于其缺乏外部强制力，因而也是最脆弱和不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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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于贫困权利的义务表

特征

类型
外延 价值理念 方式 对价 规范依据

本原性义务
道德义务 人性或利益 抽象 无 无

制度义务 矫正正义 整体 无或有 构成性 公法

工具性义务

善良义务 自省 慈善 无 无

契约义务 自治 交易 有

干预义务 他治 强制 无或有
调整性

私法

公法、社会法

击的。当道德义务的承担者不履行该义务时，国际社会对其无能为力。就制度性义务而言，各国
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文本和以 《联合国宪章》为轴心的全球规范等级体系体现了对人的生存与尊
严的关怀与尊重，如果在法律渊源上对免于贫困权利的义务形式加以强行设定，就可以在源头上
全方位地对贫困进行治理与矫正。但是，这种义务的履行因其最具涵盖性和强制性而最具难度和
现实性。工具性义务中的契约义务基于双方同意而具有契约的法律效力，在履行过程中最有可能
得以落实，但其互利的前提使得该义务的实现范围相当有限，大多囿于以自然资源换取金融投资
或以穷国市场换取富国技术等领域，因而无法覆盖到全球范围内的绝大多数主体和绝大多数项目
的减贫工作。而由于全球公共权力的作用力明显低于国家强制力，如果仅凭全球权力对与贫困相
关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政策平衡与强制干预似乎难以奏效。所以，必须克服这三者各自的缺陷而
提取其合理要素，形成为一个相互补充的自足的义务体系。而从理想的角度看，将基于自省的道
德义务上升为基于自治的契约义务，进而上升为基于规范性他治的强制义务与制度性义务是免于
贫困权利之法治化的必由之路。

六、免于贫困权利的法律保障机制

贫困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国际法上的免于贫困的权利主体，又是国内法上
的免于贫困的义务主体。所以，免于贫困权利的法律保障机制应当分设为国际与国内两大板块。
本文在此只论述国际法方面的问题。
免于贫困权利的国际法律机制由五个部分组成：

１．赋权机制。首先是依据 《联合国宪章》在联合国大会这一层级创制减贫根本法，作为最
上位的法律文本，为全球范围的减贫立法与法治实践提供直接法律依据。该基本法可以称为 《国
际减贫公约》，规定减贫的基本法律原则、规则与权利义务关系模式以及责任机制。其次，在该
根本大法的指引下，在联合国系统内部尤其是人权理事会中依据宪章与国际人权两公约的理念与
原则来创设法律制度，这是一种单项的专门性立法。最后是强化与拓展现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如
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等的功能，将免于贫困权利纳入其中。为了达致上述立法规范创制的实
体目标，还应当创设程序性立法机制，包括立法创制机制、立法审查机制和法律实效评价机制三
个方面。就立法创制而言，可以借鉴国际社会现有的立法架构，成立保障免于贫困权利的政府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和高级别专家组，其中高级别专家组是核心的常设的智囊机制，负责立法调
研、立法意见收集整理、提供建议与起草文本，最后提交前者进行讨论与审议。立法审查机制是
对现有相关国际法律文件和政策文本进行审查，以识别与剔除侵犯或不利于免于贫困权利的现行
政策法律规范，维护法律的统一性与实效性。而法律实效评价机制旨在对现有减贫机制的实践效
果在加以科学和客观地审评的基础上及时地进行强化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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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规范机制。规范机制通过设定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将减贫行为纳入规范化的治理道路。
其中包括三套行为模式：“应为”模式———一种强制性作为模式，包括直接援助、经贸合作和债
务减免三种，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一直在从事应为模式的引导和实施工作，但尚未制度
化。有必要在法律文本中设立义务人必须作为的减贫行为方式、行为指向与行为维度； “非为”
模式———一种强令不作为的行为模式，包括禁止对权利人的侵害，防止贫困在人口、地域和行业
领域的扩大化，以及不得以政治和非政治的手段妨碍减贫工作的推进。应当说明的是，非为模式
既包含制度性的，例如禁止颁布、实施有可能导致贫困的法律和政策，又包含行为性的，例如禁
止政府征收不公正的税赋、跨国公司实施歧视行为、对穷人直接剥夺。“可为”模式———一种选
择性自由行为模式，主要为作为权利人的穷国或穷人设置，权利人可以免于外部不当干预而自主
择取脱贫致富的政策架构与行为路向。
法律后果主要是由于行为模式的设定而产生的约束行为人履行义务的保障性力量，基于义务

而生并以责任为后盾，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补偿性后果，即对贫穷者进行没有对价的援助。这一
援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慈善行为，而是基于法定义务形成的强制性法律后果；二是干预性后
果，即全球治理组织调动公共权力直接介入贫困关系双方或多方进行平衡与干预，以达致对资源
配置的均衡化结果；三是制裁性后果，即国际社会针对违反自治性契约义务和干预性强制义务的
行为进行的否定性评判与制裁。

３．监测机制。监测机制的科学设置有赖于监测权力的统一配置、监测指标的科学建构与方
法优选。现有的监督主体多元且标准较为零乱，在现有的国际组织框架下单设一个高层级的监测
权力部门，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免于贫困的权利需要通过确定相应的指标体系来建立评价机制。
一套系统的免于贫困权利的强制性评价指标应当包括以下三部分：一是主体标准，分为预期寿命
估计数、成人识字率、基础教育入学率、无法持续获得饮水的人口数、相对于年龄体重不足的儿
童数、长期失业人口数、儿童与产妇的死亡率以及老龄化、失业率等指标；二是客体标准，包括
人均ＧＤＰ、基本医疗覆盖率、粮食价格、通货膨胀、自然灾害、疾病、技术冲击、政治参与度
和社会稳定性等与贫困相关的风险与变量；三是行为标准，指免于贫困权利的权利人和义务人的
行为类型、行为取向与行为后果。可借鉴上述规范机制中的行为模式进行设计。不仅要在正向将
权利人即贫困者行使该权利的行为列入考查体系，而且应在反向重点审评对该权利负有义务者的
行为。前者可分为减贫的参与行为 （机会的分配）、促进行为 （参与程度）、减贫结果的分享 （实
质正义），后者包括国际组织、富裕国家的政府与机构对减贫义务的履行方式与实效。

４．合作机制。包括五种形式：一是协商性合作机制。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或组织之间达
成共识，为贫困者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必备条件。如鼓励药品、食品生产者以及高科技企业与不发
达国家合作，就穷人急需的药品、食品在价格、关税与知识产权三方面达成协议，保障穷人的基
本生活之需；二是干预性合作机制。在国际法律架构内依照权力的非直接强制性指引与导向，而
促进减贫法律关系主体之间进行协调行动，以实现非对等非互惠的减贫合作。如拓宽国际融资渠
道、打破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降低不发达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三是信息共享机制。
建立关于减贫的国际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为减贫的立法与科学决策提供直接的可靠的依据；
四是经验交流机制。以提倡性的法律规范的形式将发展合作论坛、减贫联盟等协作载体加以固化，
鼓励国际社会尤其是不发达国家之间就减贫问题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五是同侪审评机制。发展
程度相当的国家之间或毗邻国家之间就减贫进行相互评查、相互协助，提出意见、建议供参考。

５．救济机制。对免于贫困权利之侵害的救济，依托现有的国际人权法体系显然是远远不够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设定了国家报告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负
责对报告的审议，并展开与缔约国之间的对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设定了个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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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申诉制度。但是这类救济管道更多地强调国家义务，与免于贫困权利的救济并无直接的适应性。

应当在这些方式之外开发出第三条道路，即建立减贫之公法上的公约机制与私法上的契约机制。

就私法而言，应当建立国际减贫契约机制。它是富裕国家或其公司与贫穷国家或其相关企业之
间以减贫为目的而订立的经济贸易契约，通过契约的履行，在互利互惠中达到减贫以确保免于贫困
权利的实现。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与市场份额的取得应当以其对发展中国
家减贫的贡献率为成本或对价。现实的困惑是如何改变不平等的所谓自由交易而坚守意思自治原
则，防止富国对穷国的意思强制或变相强制从而真正体现契约之平等精义。事实上，目前这种契约
主要停留在穷国向富国出卖资源与举债两个领域。在以形式平等掩盖实质不平等的全球经济贸易体
系下，富裕国家 “利用它们的谈判权力把高度不均等的贸易条款强加给比较贫穷的国家”。〔５０〕借贷
与资源交易已经从平等自由蜕变为富国的特权，“对于那些因为借贷和资源协议而变得一贫如洗
的全球贫困者来说，这种特权简直就是一种没有得到缓解的灾难”。〔５１〕对此，联合国虽然认识到
“全球贸易受到了高度操纵，强权控制了局面，竞争的起跑线离公平非常遥远”〔５２〕，但是依然无能
为力。所以，应当防止在国际减贫交易中的基于表面意思自治而实际上显失公平的现象重演。

从公法上看，要克服现有机制在减贫问题上的短路，就必须建立一套反贫困权利的侵权判断
标准，确立权利的边界与限度，一旦他人侵入这一自由的领地，便构成侵权。应构建一整套救济
的具体方式，包括尊重、保护、促进、提供四种正面的保障形式和对侵权的惩罚与究责机制。还
要有一套完备的法律程序，包括司法和准司法的程序。其中的当务之急是要防止在减贫过程中附
条件的援助、捐献、转让、补贴与重新分配。因为即使是那些履行了官方发展援助的富裕国家，

在采取减贫行动时也往往附加十分明显的非平等条件。〔５３〕彻底改变现有援助机制以效率为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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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美］涛慕思·博格：《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刘莘、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０６页以下。

同上书，第４７３页。

ＵＮＤＰ，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１，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３１．
虽然早在１９９５年社会发展世界峰会就做出承诺，决定将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的２０％用于社会基本服务 （ｗｗｗ．
ｕｎ．ｏｒｇ／ｅｓａ／ｓｏｃｄｅｖ／ｗｓｓ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ｐｏａｃｈ５．ｈｔｍ，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ａｒｔｉｃｌｅ　８８Ｃ），然而，实际只有８％约４０亿美元被用到
了基本社会服务 （ＵＮＤＰ，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０，ｐ．７９），９２％被用于使援助国得到战略性利益的国家，

包括各种军事、经济共同体等非减贫目的。如印度这一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从ＯＤＡ获得的援助每人每年
只有１．５美元，而在以色列为１３２．４，捷克为４２．７，马耳他为５４．５，塞浦路斯为６９．５，巴林为７６．６美元 （ＵＮＤＰ，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２，ｐｐ．２０３－２０５）。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以色列、马耳他和塞浦路斯是高收入国家，却
得到如此巨额的发展援助 （ＵＮＤＰ，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２，ｐ．２７０）。

这一现象在今天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发展援助委员会 （ＤＡＣ）的成员国对最
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占援助总额的百分比，从１９９０年的２８％下降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４％ （ＵＮＤＰ，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７，ｐ．２８９）。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援助经费投
向了那些使援助国能够在资源、贸易或政治上获得好处的受援国。以美国为例，２００８年获得美国官方发展援助最多
的五个国家依次为伊拉克 （３２．４６亿美元）、阿富汗 （１８．１６亿美元）、苏丹 （７．７９亿美元）、埃及 （６．８４亿美元）和
埃塞俄比亚 （５．９２亿美元）。上述五国获得的援助占美国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３２％ （Ｅｃｋｈａｒｄ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０，Ｐａｒｉｓ，ＯＥＣＤ，２０１０，ｐ．１３０）。其中，前四者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储量丰
富的国家，美国又对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了直接的武装干预，并参与其政府的组建工作，而埃塞俄比亚是美国在非
洲的主要贸易伙伴，从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０８年两国的贸易额翻了一番。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发展援助委员会 （ＤＡＣ）的成员国对基本社会服务的官方发展
援助 （ＯＤＡ）占可分配援助总额的百分比为１５．３％，与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相比，美国、澳大利亚、葡萄牙、卢森堡、

瑞士五国分别下降了１．６％、１．３％、５．８％、４．９％和１．４％ （ＵＮＤＰ，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７，ｐ．２８９）。２００８年的数据显示，印度低于每天１．２５美元贫困线的贫困人口比例为

４１．６％，其每个公民每年从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中获得１．８美元；阿塞拜疆相应的数据为２７．１美元，克罗地亚为

８９．７美元，塞尔维亚为１４２．４美元，黑山为１７１．５美元，而阿塞拜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山等四国的贫困人
口比例均＜２％，被列为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ＵＮＤＰ，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０，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０，ｐｐ．１６１－１６３，２０２－２０５）。



的偏狭，矫治以对援助者自身经济、军事与政治利益最大化为援助对价，实现从效率为主向以公
平、人权为主的价值转变。除此之外，当国家或跨国公司的某些行为侵犯免于贫困的权利时，国
际社会可以责令其限期履行补救义务，并进行全球通告，联合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
合组织等其他机构共同对其实施制裁，扣除其在经济贸易中的获益。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ｏｖｅｒ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ｍａｙ　ｂｅ　ｓｕｍｍｅｄ　ｕｐ　ａｓ　ｓｉｘ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ｎｅ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ｓ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ｖｉｅｗ，ａ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ｒｅ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ｂｏｔ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ｎｏｒｍｓ．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ｐｏｖｅｒｔｙ．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ｐｏｖｅｒｔ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ａ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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